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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念生成和实现路径
———兼以互联互通的政策扩散为例∗

耿协峰∗∗

内容提要 “全球性地区治理”或“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地区治理”

是为了解决如何走出当前全球治理困境而提出的新观念或新议题,

其要义是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各国际行为体在地区层面就某个或

某些议题,或者就整个地区的全面合作问题,开展政策协调、构建制

度性联系或者组织地区共同体等活动,旨在先行实现世界各个地区

的治理和善治,最终达到全球的治理和善治.这种新观念的理论基

础是全球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其实践基础则是统筹全球治理与国

家治理关系的现实需要.实现这种全球性地区治理,需要不断完善

其研究议程,推动其从观念到政策实践的转变.国际关系学界对地

区主义和地区治理的传统研究重视制度分析和规范分析,而比较地

区主义还重视政策扩散分析.对互联互通政策方案在亚洲地区合作

中的扩散过程和扩散机制进行的分析,进一步证明,像互联互通这样

的全球性地区治理方案,具备统筹协调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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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优势,是非常可靠可行的全球治理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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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扩散 互联互通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空前巨变,“百年大变局”之说深入人心,

世界格局加速深刻调整,全球多边秩序出现混乱和失序状态,联合国、世界贸

易组织、核不扩散机制、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甚至万国邮联、世界卫生组织

都面临改革困境.２０２０年初暴发、至今“挥之不去”的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

卫生危机,全球合作尤其显得捉襟见肘、进退失据.国际政治理论界对全球治

理的悲观认识早已十分盛行,最近十年间更是空前加剧.比如:“僵局说”,认

为解决全球问题的需要与多边机构满足这一需要的能力不足之间存在着越来

越大的鸿沟,全球合作出现崩溃从而形成所谓“僵局”;①“全球治理失灵说”,强

调治理在全球层面已失去效力,“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

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

态”;②“制度困境说”,认为全球治理出现全方位、多层面的“制度困境”;③以及

“全球化后退说”④“熔断说”⑤“蜂窝化说”⑥等等.实践证明,学术界的悲观认

知不无道理,当前全球治理的确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迄今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界已经形成两种主要的理

念主张.一种是重建多元主义世界秩序,即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学科思维的禁

锢,创新观念,“融合各种文明治理思想”“重建世界秩序的理念原则”“以多元

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能

够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的命运共同体”.⑦ 这种理念主张与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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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①高度协调一致,已得到普遍认可.另

一种是践行“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②即突破传统国家主义政治现实的

约束,倡导深度、有效、理性而和谐的全球治理,主张“制定统筹全球治理与国

家治理的整体性政策与方案”,③或者主张“实现更为有效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

理”,以克服当前世界秩序的明显缺陷———“失败的国家、脆弱的和平、极化的

福利分配和广泛的不公”.④ 这种全球治理主张重视理想目标与现实利益的统

一和协调,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也与党和国家“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⑤的治国理政总体思路,以及当前全球疫情危机条件下最新提出的“加

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⑥不谋

而合.

笔者曾提出“重塑亚洲观念”⑦的观点,意在从观念变革的角度为全球化和

全球治理在亚洲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但是,面对当今越来越严

峻的全球治理挑战,观念上的应对显然已经不够,必须有综合理念主张和实践

价值的政策分析,才能切实解决如何走出全球治理困境的问题.因此,本文试

图在吸收学术界上述两种全球治理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可概括为“全球性

地区治理”的新观念或新议题,并引入比较地区主义中的政策扩散视角,兼以

互联互通的政策扩散为例,对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实现路径或现实可行性展开

分析.

一、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念生成:理论基础和实践要求

针对全球治理困境,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界提出的前述两种有代表性的积

极主张分别与全球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密切关联.第一种主张提出的学术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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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是全球国际关系学,它很好地呼应了国内外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最新潮流,

从倡导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有意识地挑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传

统边界鼓励使用‘全球政治’的新型理念取代对‘国家间政治’的狭窄界

说”,①发展到积极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新议程.②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核心理

念是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倡导“多元普遍主义”或“深度多元主义”,以充分包

容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并最终推动形成一个体现这种理念的新的“复合世

界”或“多元世界”(multiplexworld)秩序.③ 第二种主张提出的学术背景是全

球学,这是我国正在构建之中的新兴交叉学科,④它高度重视综合研究全球问

题和全球治理,其核心价值是“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主张反思和超越“国
家利益最大化”理念,倡导在“国家利益合理化”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整体利益”

的优化.⑤

综合来看,这两种主张的意旨相同、内在逻辑相通,只是前者侧重理念创

新,后者重视实践价值;前者呼吁改变全球治理的规则(从单纯强调“规则治

理”转向“结合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的综合路径”),⑥后者敦促加强全球治理

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从“割裂的治理”转向“整体性治理”).⑦ 两种主张相互补

充、相互支持,共同为人们深入思考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打开了视野,不过,

它们也给人们深入探讨全球治理的方案选择和落实步骤留下了不少可以延伸

思考的空间.正是基于全球国际关系学和全球学所倡导的这两种全球治理主

张,并结合当前世界的紧迫现实要求,笔者提出,当前的全球治理观念有必要

３８

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念生成和实现路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逸舟:«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小引”,第２页.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张发

林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１９年第４期;任晓:«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的进路»,«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

第４期.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中文版序第１页;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蔡拓:«全球学:概念、范畴、方法与学科定位»,«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２２页;蔡拓

等:«全球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刘彬、蔡拓:«“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反思与超越»,«国际观察»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５页.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辑,第４５页.
蔡拓:«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１１页;刘贞晔:«全球治理与

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４４页.



进行一次“地区转向”,转向一种可概括为“全球性地区治理”的新观念.① 这种

新观念的核心要义就是“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地区治理”,即,在全球主义的观照

下,各国际行为体在地区层面就某个或某些议题,或者就整个地区的全面合作

问题,开展政策协调、构建制度性联系或者组织地区共同体等活动,旨在先行

实现世界各个地区的治理和善治,最终达到全球的治理和善治.“全球性地区

治理”既是新的理论观念,也是新的实践议题,其主要特点是:(１)强调当今时

代的地区治理应以全球主义为价值导向和最终归宿,彻底消除人们对地区治

理可能会分割或分裂全球的疑虑;(２)重视治理层次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多样

性,主张以地区治理来统筹协调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消除全球治理与国家治

理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３)契合于地区主义研究中“治理转向”的趋势,②并

囊括了“地区合作”“地区一体化”“地区秩序”“地区安排”“地区组织”“地区制

度”,以及“地区建设”等这些地区主义研究常见概念的内容;(４)强调地区主义

的实践性及其走向全球治理的中间过渡性质,对于走出当今全球治理困局而

言,有望成为一条更加可靠可行的新路径.

对于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具体内涵,还有待深入发掘,下面将从该观念生成

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要求两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全球性地区治理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全球性地区治理新观念的提出主要受到全球学和全球国际

关系学的启发,与全球学所倡导的全球主义方向一致,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

起同步,并已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全球学源于对全球问题的反思,落脚于对全球治理的憧憬,因此,它是“全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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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学与全球治理学的叠加与整合”.① 从理论体系上看,全球学本没有给地区

主义留出多少空间,但它也明确承认“全球化与区域化、领域化并存”.② 然而,

正是随着全球学的兴起和构建,以及强大的全球史学革命的刺激,③地区主义

研究受到新的激励而逐步转型.全球学始终坚持以全球主义为“价值基点”,

并视之为全球治理的“理论精髓”.为了维护全球主义这个价值基点或理论精

髓,全球学时刻保持着对全球治理过程中国家主义理念和价值回归的戒备.

面对当今世界政治中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强势回归的现实,人们认识到张扬

全球学的理念、思想、视野、路径难能可贵,甚至视之为“防止世界‘退向未来’

的强劲阻力和‘迈向未来’的巨大推力”.④ 新地区主义研究者也逐渐把全球主

义奉为最高价值和指导思想,其研究视野也豁然开朗.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地区”就不再是孤立的地区,也不再只是“国际性地区”(inＧ

ternationalregions),⑤而是全球的一部分,因此,可以重新界定为“全球性地

区”(globalregions);通常所谈论的“地区化”就成为全球化的局部表现或“中

途站”,“地区主义”也就可以确定地理解为通往全球主义的“垫脚石”而不再是

“绊脚石”,⑥所谓的“开放地区主义”政策主张也就有了更加充分可靠的依据

(面向全球开放);相应地,作为“地区层次上的全球治理”或者“多层全球治理

的一部分”的地区治理,⑦如果将之加以重新定义的话,“全球性地区治理”的观

念表达就应运而生了.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全球性地区治理”这个新观念

当中所蕴含的,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全球的地区治理”或“全球范围内的地区

治理”,而更关键在于它意味着“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地区治理”———毕竟,全球

性地区治理在超越民族国家这一意义上与全球治理的方向是一致的,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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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蔡拓:«全球学与全球治理»,“序”,第１页.
蔡拓等:«全球学导论»,第４４页.
关于全球史学的新进展,参见〔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北京:中信出

版集团２０１８年版.
秦亚青:«全球学与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９４页.
传统地区主义研究中,为了区别于国家之下的“区域”或“地方”等概念,“地区”一向被看作是“国际

性地区”,代表性论述请参见JosephS．Nye,InternationalRegionalism:Readings,Boston:Little,Brown
&Co．,１９６８;不过,这种囿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地区概念今天已经变得过时,新地区主义研究越来越强调地

区概念的全球性,代表性论述请参见FredrikSöderbaum,RethinkingRegionalism,Palgrave,２０１６.
有关地区主义是全球多边进程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问题的争论,曾一度主导国际学术界和舆

论界,其提出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Bhagwati).参见JagdishBhagwati,
TheWorldTradingSystematRisk,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１.

庞中英:«从“国家的后退”到“全球化的后退”»;TanjaA．BörzelandThomasRisse,eds．,TheOxＧ
fordHandbookofComparativeRegionalism,p．３１,Table２．１.



价值导向是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只不过它更加尊重世界的多元性和各个地

区的差异性,往往是以“退而求其次”的态度来对待全球治理,优先选择进行地

区层次的治理,为全球层面的整体治理提供进阶之梯.另外,在反对“国家中

心主义”但又不否认国家的主导作用这一点上,全球性地区治理与全球治理的

立场也高度一致,它虽然主张把治理的重心转移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外”,

但也要求国家作为最主要的地区行为体在地区建设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全球学和全球史学革命的影响下,全球国际关系学于２１世纪第二个十

年正式兴起,①它一开始就提出了打通主流国际关系学研究与地区主义研究以

及传统区域研究(areastudies)之间隔阂的任务,主张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甚至

将地区主义研究和区域研究推向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舞台中心.这一任务

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主要倡导者、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阿查亚(AmiＧ

tavAcharya)看来是十分明确和重要的,不仅是他所提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六

个核心要素之一,②也是他本人学术工作的重要轴心.阿查亚在研究亚洲地区

主义的过程中发现,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亚洲地区合作历史和成就方

面存在偏差甚至严重的误解,长期执迷于两个误区———即亚洲没有像欧洲那

样产生地区性多边安全组织、亚洲的地区制度没有像欧洲那样高的制度化程

度.而他本人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用源自于亚洲地区内部的“观念性力量”

来解释亚洲过去没能产生地区性多边安全组织的原因,认为在亚洲国家看来,

地区性的集体防务组织被视为西方主导的新形式,会有害于它们新独立国家

的主权和地区自主性,这种立场和观念就使得地区性集体防务在亚洲不再具

有合法性;他还认为,亚洲地区如今反感地区制度法制化和科层化的原因是,

“不干涉规范”已广为接受,成为一种地区性的“先验认知”,限制着种种制度建

设的努力.阿查亚着重研究的是世界政治中观念和规范的扩散问题,亚洲的

案例表明,重要的不是哪些规范好、容易扩散,而是谁的规范重要、在什么条件

下得到扩散.他据此提出“构成性本地化”(constitutivelocalization)的重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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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学术界公认是阿米塔阿查亚在国际研究协会(ISA)２０１４年年会上的主席致辞中提出这一倡议

的,相关介绍可参见秦亚青:«全球学与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任晓:«全球国际

关系学与中国的进路»,«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AmitavAcharya,“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IR)andRegionalWorlds:A New Agendafor

InternationalStudie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５８,Issue４,December２０１４,pp．６４７Ｇ６５９;〔加
拿大〕阿米塔夫阿查亚:«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董贺译,«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２页.



想,认为对于一个地区的规范采用者而言,存在一个动态的“构成性本地化”过

程,这个过程中有着一定的适应条件,有证据表明,为本地化提供机会的规范

扩散策略更容易成功扩散,反之则不易成功.① 他把“本地化”定义为“本地行

为体对外来思想的主动建构”,认为本地化的关键是本地行为体的能动作用,

“顺应本地敏感性和背景的规范扩散策略,总是比那些企图无视或取代它们的

策略要更容易取得成功”,比如,不干涉规范被广泛接受而集体防御规范难以

合法化.② 他提出的这种“本地化”思想在国际关系学界影响广泛,在地区主义

研究中则为学界集中反思“欧洲(或欧盟)中心主义”而开展真正的全球比较研

究提供了学理依据.

以前人们进行地区主义的比较,往往拿欧盟模式作为唯一标准和参照,或

者说作为地区主义的“全球范本”,于是得出结论也往往是不可比较或难以比

较.相比欧盟的地区化程度来,全球无处可比,其他地区所能做的唯有承认自

己的地区化水平“低”,或者“软”和“弱”,如果要提高、要发展,就只能学习欧

盟,或者接受欧盟作为“规范扩散的导师”而提出的种种条件.阿查亚等人的

研究和倡导开始改变这种学术状况,他们在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的同

时,也推动了地区主义研究的“比较转向”(comparativeturn).近些年来,欧美

学者纷纷致力于这种地区和地区主义的全球比较研究,特别是欧洲一些重要

的新地区主义研究者,在反思“欧盟的转型力量”问题基础上,认识到世界上的

地区主义发展不再是欧洲和欧洲之外这样简单的划分,更不是只有欧盟一种

模式和道路,而是存在着多个“地区世界”(regionalworlds)、多个“强大地区”,

是一个“多孔化地区”或“网络化地区”构成的世界,于是努力将国际关系学与

比较政治学,以及传统区域研究的方法相结合,提出“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议

程和方向.③ 因此,可以说,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既为地区主义研究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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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mitavAcharya,WhoseIdeasMatter?AgencyandPowerinAsianRegionalism,IthacaandLonＧ
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p．４．

Ibid．,p．１５．
按照«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主编们的说法,“比较地区主义”甚至正在逐渐生成“一个研究领域”.

参见 TanjaA．BörzelandThomasRisse,eds．,TheOxfordHandbookofComparativeRegionalism,OxＧ
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p．３２.



“比较转向”所推动,也为比较地区主义的深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①

(二)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实践要求

在实践上,全球性地区治理的提出是在尊重世界现实的基础上,为了更好

地统筹协调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地区层次治理易于取

得成效的优势,更为立体化地实现全球整体治理.如前文述及,全球治理的失

灵促使全球国际关系学者倡导秩序的重建和规则的重构,而国家主义和民族

主义的强势回归迫使全球学学者不得不反思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紧张关

系,不断重申“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②试图加以调和.笔者以为,要走

出全球治理困境,首先需要对世界现实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要承认全球化是一

个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冷战后虽有加速发展,但难免出现回潮和逆流,总的

来看,世界上的屏障、隔阂和壁垒仍然很多,“平坦的”世界仍然是一种想象和

希望,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的道路仍然十分曲折和遥远.同时,从地区主义

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并非要么顽固地坚守民族国家立场、要

么不可避免地走向全球化,还有很长的中间道路,因此在考虑统筹全球治理与

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时,必须考虑到,当今世界事实上仍是一个“地区构成的

世界”,③“我们生活在一个局部全球化的世界之中”,④全球治理仍然存在着“被

半球化或非全球化的危险”.⑤ 世界的现实是,人类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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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虽然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早已出现,但西方学者早期的研究成果往往带有浓重的“国家中心主义”
色彩,全球视野的比较研究还是太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虽也一度出现一些运用比较方法的研究成果,如
吴志成、李敏:«亚洲地区主义的特点及其成因:一种比较分析»,«国际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６期;仇发华:«结构性

地区主义与开放性地区主义:西欧与东亚的比较»,«当代亚太»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等,但往往偏重对比性和反差

性研究,强调异质性多而强调共通性少.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学者也注意到国际学术界朝向“比较地区主

义”的研究进展,比如邢瑞磊:«比较地区主义:概念与理论演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王
志:«比较地区主义:理论进展与挑战»,«国际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王志:«区域一体化的多重路径:地区经济

组织的定性比较分析»,«国际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王宏禹、李宏佳:«欧亚金融合作制度变迁比较及中国策

略:基于比较地区主义视角»,«学术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３期;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等.

参见蔡拓教授所发表的如下论文:«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全球

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４年第７期;«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１期;«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年第

１０期.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RobertKeohane,“GovernanceinaPartiallyGlobalized World,”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Ｇ

view,March２００１,pp．１Ｇ１３．
吴志成、何睿:«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第６页.



成共同体共同生活互动,而且还按照地理和文明区域的分界线生活在不同的

地区范围内.人们在超越国家的界线互动时,往往首先与地理相邻、文明相近

的他者互动,世界政治经济的互动也呈现出一个个地区性的网络结构,而且这

些地区网络之间相互开放、相互联结.按照阿查亚的观察是,“世界政治的地

区构造正在出现”,并且他认为,世界秩序的未来模式不可能是守成大国与新

兴大国之间的“全球协调模式”,而只会是非霸权性的复合“地区世界模式”,起

码也呈现为“一种在大国协调模式和地区世界模式之间的混合体”.① 总之,世

界各国的学者越来越多地承认,当今世界秩序就是一个地区性的世界秩序.②

因此,从实践上看,只考虑如何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主张“真正厘清并深

刻认识两者的互动,从而在战略谋划和政策安排上予以统筹和协调”,③似乎还

显得不够,还需要尊重世界由一个个地区组成的现实,有一个渐进的从地区治

理走向全球治理的过程,这正是国际政治学者所探讨过的“分片渐次达到和

平”的逻辑,④也是近年来广受重视的“多层治理”的逻辑.⑤ 多层治理理念和实

践启发我们,全球治理是一个包含众多层次的治理系统,既包含全球层次的治

理,也包含“地区间、地区、国家和地方等多个治理空间”的治理,⑥其中,国家和

地方层次的治理属于国家治理,而地区间和地区层次的治理则是全球性地区

治理的题中之意.关注地区和地区间层次的治理,并把它们与全球层次和国

家层次等更多层次的治理结合起来,实现更为立体化的治理,可以更好地体现

全球治理的整体性,实现真正的全球整体治理.其实,早已有学者认识到,地

区治理有着比全球治理易于取得成效的优势,⑦欧盟道路和东盟道路也都提供

了成功的经验.如今,甚至可以认为,对全球治理的认识有必要进行一次“地

区转向”,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两者统筹兼顾的“两点论”扩展成“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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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１６９—１７５页.
TanjaA．BörzelandThomasRisse,eds．,TheOxford HandbookofComparativeRegionalism,

p３０．
蔡拓:«全球学与全球治理»,第２４７页.
InisClaude,SwordsintoPlowshares:TheProblemsandProgress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RandomHouse,４thedition,１９７１,p．３８１;JosephS．Nye,PeaceinParts:IntegrationandConflictinReＧ
gionalOrganization,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１９７１．

GaryMarks,etal,“EuropeanIntegrationfromthe１９８０s:StateＧCentricv．MultiＧlevelGovernＧ
ance,”JournalofCommonMarketStudies,Vol．３４,No．３,September１９９６．

朱天祥:«多层全球治理:地区间与次国家层次的意义»,«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４０—５１
页.

卢静:«全球治理:地区主义与其治理的视角»,«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５５—６０页.



真正架起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三者互动沟通的桥梁,在实践上更加

重视发挥“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功能和作用.①

倡导这样的全球性地区治理,虽然有望成为解决全球治理困局、弥合全球

治理与国家治理裂痕的一条现实可行途径,但如何实现全球性地区治理,还需

要不断完善其研究议程,推动其从观念到政策实践的转变.下面本文尝试引

入比较地区主义中的政策扩散视角,来考察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实现路径.

二、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实现路径:比较地区

主义的政策扩散视角

　　国际关系学界对地区主义和地区治理的传统研究视角,主要有两个:一个

是功能主义性质的制度分析,另一个是建构主义的规范分析.其中,功能主义

的制度分析也可称为“制度主义—功能分析路径”,主要用于分析欧洲地区主

义特别是欧盟.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制度分析,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

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它们分别强调的是功能合作、路径

依赖和观念构建.这些理论方法都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很长时期内也仍将占

有重要位置,是学术界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但其在实践中的解释力

始终存在限度,特别是应用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就更加有限.建构主

义的规范分析也可称为“建构主义—规范分析路径”,它在分析欧洲之外的地

区主义兴起和发展方面显得尤其具有说服力.建构主义虽然高度重视规范的

传播和扩散,而且创立了一套有关规范生命周期的理论,在我国国际关系学术

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应用.但是,其发展已经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比如,把国

家作为单一的社会化主体是否忽视了国内行为体偏好多样性、规范传播的单

向线性等问题.②

为考察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实现路径,在主流的制度分析和规范分析之外,

０９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４期

①

②

我国政策实践中一个明显例证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官方定位是“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而没有注意到它同时也是一项“全球性地区治理工程”,这说明,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忽视主动发挥全球

性地区治理的功能和作用.参见中国“一带一路”官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ztindex．htm.
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４３页.



还有必要引入政策分析.① 毕竟,地区主义兼具观念、制度和政策等多方面的

内涵,②如果观念意义上的地区主义要进入各个地区的现实生活,成为影响各

个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生活的制度,就必须经历一个政策选择和落实的过程,不

论做出这种选择的主体是各国政府、国际或地区组织,还是企业、非政府组织

或学术界(认知共同体).正是各个地区诸种行为体(尤其是各国政府)的政策

选择或决策,最终塑造了地区主义的不同制度形式,造成了全球性地区治理的

不同结果.因此,从政策分析角度来考察和分析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实现路径,

就有很大的必要性.

政策分析离不开扩散论.当代世界,所有的政策选择或决策都大体沿着

两条思路进行,或者是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或者是在相互依赖环境下进行决

策.前者是功能导向的,后者就属于扩散的范畴.当然,独立自主和相互依赖

这两条决策思路绝非相互冲突,它们是互补的、相互支持的.然而,在日益紧

密相互依赖的全球化决策环境中,完全不依赖外部环境的所谓“独立自主”决

策已经非常罕见,甚至有政治学者认为,当今政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相

互依赖,甚至就是扩散本身.③ 因而,扩散作为相互依赖决策的后果,在政策分

析中就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比较地区主义的政策扩散视角主要来自于政策分析领域的扩散论,而深

究起来,又来自于传播学领域充分发展的创新扩散理论.当然,扩散理论在社

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早已十分广泛,有关观念、规范与政策跨国扩散的思想在世

界政治中也早就出现过,如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理论”(比喻国际关系中存在

的连锁反应模式)、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思想(用来描述民主化变革在第

三世界的波浪式扩展)、詹姆斯罗西瑙(JamesN．Rosenau)的“关联政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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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里所说的“政策分析”不是在“政策研究”或“对策研究”意义上说的,不是要给某个政府制定政策

提供决策依据,而是客观分析各类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所做出的决策选择行为及其

后果.
有研究者指出,国际公共政策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它包括规制和规范两个层面的含义,因此不能简

单地把扩散机制等同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延伸,还需要高度重视政策扩散.参见李昕蕾、任向荣:«国际环境

政策协调中的扩散机制»,«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１８页.
政治学领域明确把“相互依赖”和“扩散”作为政治的决定性特征加以探讨的是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

法布里齐奥吉拉尔迪(FabrizioGilardi),参见FabrizioGilardi,“WhoLearnsfrom WhatinPolicyDiffusion
Processes?”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５４,No．３,July２０１０,pp．６５０Ｇ６６６.在其近年与他

人合作的一篇论文中,吉拉尔迪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空前更加紧密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扩散已经成为政治

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参见FabrizioGilardiandFaioWasserfallen,“ThePoliticsofPolicyDiffusion,”EuroＧ
peanJournalofPoliticalResearch,September２０１８,p．２.



析(系统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联)和彼得古勒维奇(PeterA．GoＧ

urevitch)的“颠倒的第二意象”研究(分析国际结构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等,都
说明在国际关系领域一直存在着某种由政策传播造成的相互依赖过程,即“政

策扩散”.在冷战结束后的欧盟研究中,随着对“欧洲化”问题研究的深入,有
学者开始系统关注扩散的重要性,并将扩散论视角正式引入比较地区主义的

研究议程.①

我国的新地区主义研究对扩散论视角的重视相对不够.比如,研究亚洲

地区主义时,通常的主流认识是,亚洲地区各个政府在参与地区合作进程时主

张独立自主地决策,倡导和实行的是与欧盟地区一体化政策俨然有别的政策.

一向强调特殊性多,重视一般性少;强调决策自主性多,重视政策扩散性少;强
调内生动力多,重视外部性效应少.总之,学界过去对亚洲地区合作发生和发

展的理论解释普遍侧重于探究内生原因,着眼于功能解释和建构解释,而不注

意甚至排斥扩散解释.事实上,正如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牛津比较地区

主义手册»主编之一托马斯里塞(ThomasRisse)所言,“比较地区主义如果

认为内生因素比扩散效应更重要的话,短时间恐怕还解释不通”.② 为此,有必

要正式引入比较地区主义的扩散论视角,以弥补比较研究中的这种偏差.

比较地区主义学者在研究扩散问题时,所经常使用的“扩散”定义是,扩散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中,一个地方首先采纳某种做法或实践,会改变其他地

方采纳它们的可能性”.③ 而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罗杰斯(E．M．Rogers)的

创新扩散定义更加经典,他界定,创新的扩散是指一种基本社会过程(沟通过

程),“是创新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通过特定的渠道,在特定的社群中传播的过

程”.④ 这两种常用的扩散定义都强调扩散是一种“过程”,并不限于探究其中

特定的因果机制(功能分析的惯常做法),更不强调特定后果(比如是否带来

“趋同”的结果).因此,建立在上述基本概念界定基础上的扩散理论,其主要

内容就是扩散过程和扩散机制,⑤下面分别予以简要介绍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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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TanjaA．BörzelandThomasRisse,eds．,TheOxford HandbookofComparativeRegionalism,
p３２．

Ibid．,p９１．
DavidStrang,“AddingSocialStructuretoDiffusionModels:AnEventHistoryFramework,”SociＧ

ologicalMethods& Research,Vol．１９,No．３,１９９１,p．３２５．
〔美〕E．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五版),唐兴通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

页.
本文暂不讨论有关扩散的结果和影响,研究重心主要是扩散的过程和机制.



(一)扩散过程

扩散过程的代表性理论就是罗杰斯首创的“创新扩散理论”.罗杰斯认

为,创新扩散主要包括四大要素,分别是创新本身、沟通渠道、时间和社会体

系,而创新扩散的过程正是“某创新在某时间段内通过特定的沟通渠道在某社

会体系成员里传播”的过程.这一扩散过程可以用一条“S”形曲线来描述:在

某一创新出现后,由于采用者少,扩散速度就慢,但当采用率达到一定百分比

(１０％—２０％之间),扩散就开始加速,进入“起飞阶段”,而当扩散至大多数时,

扩散速度减缓,直至达到饱和点,整个过程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上呈现为一条

“S”形的曲线,形象地表达出扩散过程的生命周期.①

在这样一个扩散生命周期当中,四大要素都蕴含着丰富的可研究内容,②

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扩散论分析框架.把这一框架运用到政策扩

散分析中,可以做出如下相应假设和推论:首先,任何新的或被认为是“新的”

政策观点和方法就是扩散的对象———“新政策”,人们对新政策的属性认知肯

定有差异,而且在政策实践中,那些被认为“有明显优势、可兼容的、可试的、可

视的、不复杂的”新政策很可能也会扩散得比其他新政策快很多,同时,经过修

改或“再创新”的政策理念往往也更快地持续扩散;其次,政策扩散的关键是沟

通,离不开大众传播、人际沟通和互联网传播等这些沟通渠道,而且在超国家

的政策领域中,同质化的沟通十分罕见,扩散也往往都是异质化的沟通;再次,

政策扩散的时间维度与创新扩散完全契合,有决策过程因素,也有政策采用早

晚的差别和采用率的高低不同,这些对于观察评估政策扩散的速度同样重要;

最后,政策扩散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体系内,体系内的成员面对相似的问

题、有着同样的目标,而且其社会结构和规则的影响、意见领袖的角色、决策的

模式和扩散的结果等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由扩散的四大要素延伸出来的这

些假设和推论,可以广泛用于各个领域的政策扩散分析,当然全球性地区治理

也不例外.

不过,不同的扩散过程之间会有较大的差异性,要把握这种差异性,还需

要结合扩散的种种特殊机制来对这些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因此,扩散机制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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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E．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五版),第１４页.
同上,第１３—３９页.



究就具有核心重要性.

(二)扩散机制

关于扩散机制,国内外的政策研究中有大量不同说法,有人统计已有多达

１００多种与政策扩散机制相关的术语,①但通常公认的主要政策扩散机制有强

制、竞争、学习和效仿这四种.② 而托马斯里塞按照两种社会行动逻辑(结果

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更为详细地划分出了七种扩散机制———强迫或强制、

正面激励和负面制裁、规范社会化和说服、竞争、经验学习、规范效仿和照搬模

仿,并按照扩散驱动主体的不同把它们又分成两大类———直接影响机制(或称

“发送者驱动”机制)和间接效仿机制(或称“接受者驱动”机制),具体分类如表

１所示.

表１　扩散机制

结果性逻辑 适当性逻辑

直接影响机制
强迫或强制 规范社会化和说服

正面激励和负面制裁

间接效仿机制
竞争 规范效仿

经验学习 照搬模仿

　　资料来源:ThomasRisse,“TheDiffusionofRegionalism,”inTanjaA．BörzelandThomas
Risse,eds．,TheOxfordHandbookofComparativeRegionalism,p．８９.

这里,直接影响机制是指一个扩散主体或代理者在它与一个或一群接受

者互动时,会积极推广某些政策或制度模式.在地区主义扩散领域,这个扩散

主体往往是某个地区主导国或地区组织,它们是观念、政策和制度的直接发送

者,在西方学者眼中它们通常是指欧盟和美国,但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角度

看,不同地区的扩散主体则各不相同,有时一些南方国际组织如东盟或个别发

展中大国如中国、巴西等,也可能发挥扩散主体的作用.

间接效仿机制主要是从接受者一方为主导来说的,因而也被称为“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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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harlesR．ShipanandCraigVolden,“TheMechanismsofPolicyDiffusion,”AmericanJournalof
PoliticalScience,２００８,Vol．５２,No．１,pp．８４０Ｇ８５７,转引自杨代福:«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最新进展»,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１２４页.

FabrizioGilardi,“TransnationalDiffusion:Norms,Ideas,andPolicies,”in WalterCarlsnaes,et
al．,eds．,Handbook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ousandOaks,SAGEPublications,２０１２,pp．４５３Ｇ４７７．



驱动”机制.地区化领域成功的政策扩散往往采取这种机制,它们强调解决行

为体碰到的自身难题,这就使得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者所必然遭遇的“高尔顿难

题”(GaltonProblem)更加突出,①因为很难判断到底哪些政策是行为体根据

自身困难而做出的独立自主解决方案,而哪些政策是借鉴外部经验或受外部

影响而决定采用和施行的计划.不过,在一个全球高度相互依赖的决策环境

中,区分自主性解决和外部性解决的意义几乎已荡然无存,所有决策都难免受

到全球体系或地区邻国行为的影响.如此一来,间接影响机制的重要性就更

加突出,在亚洲地区化实践中它们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扩散机制.

间接扩散机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竞争机制.竞争机制的特点是:决策者

(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行为体)基于权衡其他行为体已采纳的某项政策给自

己带来的损益来判断是否采纳同样的政策.按照里塞的说法,“竞争意味着针

对‘最佳实践’而进行的单边行为调整”.② 竞争机制的典型案例是地区经济合

作领域中自由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区(FTA)的扩散.研究者认为,不管是双

边还是多边自由贸易区,只要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其他国家就会越害怕不

参加会失去竞争力,于是就对市场实行优惠准入措施.③ 这种竞争客观上导致

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全球扩散,而这种全球扩散又由于地理空间相近性或文

化相似性等原因而事实上呈现出地区性,即往往都以地区为中心扩散.

学习机制也称“经验学习”或“教训吸取”,它包括应该怎么做和不怎么做

两方面,前提条件是不同地区都面临相似的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经验学习

通常始于行为体面临一个特定的政治或经济问题时,这一问题只有实行制度

变革才能得到解决,所以它们就会看看周围有没有适合解决这种问题的制度

方案”.④ 学习机制的特点是:政策制定者在充分了解信息与有效性的基础上,

对其他行为体所创造或采纳的新政策做出相似的决策.广义的经验学习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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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高尔顿难题”是英国科学家、人类学家高尔顿(FrancisGalton,１８２２—１９１１)提出的关于区分文化

关联现象的难题.后来在世界政治研究中,人们提出类似问题,即当政治行为体如国家之间进行互动时,对
于两种政治特征,比如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成其政治体系

内部的功能性关系,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扩散或相互借鉴的结果呢? 这种功能解释与扩散解释之间

的矛盾问题,往往被称为“高尔顿难题”.参见 MarcHowardRossandElizabethHomer,“GaltonsProblem
inCrossＧNationalResearch,”WorldPolitics,Vol．２９,No．１,１９７６,pp．１Ｇ２８.

TanjaA．BörzelandThomasRisse,eds．,TheOxford HandbookofComparativeRegionalism,
p９０．

Ibid．,p．９４．
Ibid．,p．９０．



种形式———复制、效仿、混合采用、综合采用、启发创新等,①但作为政策扩散机

制的经验学习与评估不可分离,因此,其结果往往意味着创新而不是简单复

制.当然,从更广义的经验学习视角看,复制和模仿也是一种有效的经验学习

机制,②这个要视具体政策实践而定,不能一味地对复制和模仿予以排斥.学

习机制的例子在亚洲地区有很多,比如“雁行模式”的东亚产业分工体系、东南

亚地区的“增长三角”模式和互联互通政策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扩散.

最后两种间接效仿机制遵循的都是社会行动的适当性逻辑,它们首先强

调的是“合法性”问题,因此,在地区主义政策扩散中最容易引起争议.西方国

际关系学当中所谈到的“规范”或“合法性”往往囿于西方的价值观,拿西方价

值观来对其他地区进行“框定”和“嫁接”,结果造成人们对这种政策扩散机制

的种种误读.比如,认为亚洲的地区合作政策和制度是在效仿欧盟,因为欧盟

模式已形成世界上地区主义的一个“范本”,世界其他地区都在以各种形式效

仿它,甚至可以全盘照搬模仿.间接效仿机制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很难判断,其

中蕴含的“高尔顿难题”最为突出,因为如果一项在亚洲成功推行的地区化和

地区主义政策,已经在其他地区如欧洲有过成功推行的经验时,很难判断这项

政策究竟是创新还是效仿,尽管很容易否认是照搬.

总之,罗杰斯的扩散过程理论和托马斯里塞的扩散机制划分法,对于考

察和分析全球性地区治理实践中的政策扩散提供了有用工具、勾画了基本坐

标.下文就以互联互通政策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扩散为例,对全球性地区治理

的实现路径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三、全球性地区治理的实践案例:
互联互通的政策扩散效应

　　“互联互通”(connectivity)原本是一个计算机通信技术概念,表示“被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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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RichardRose,“WhatIsLessonＧdrawing?”JournalofPublicPolicy,Vol．１１,Iss．１,Jan．１９９１,
pp．３Ｇ３０．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马奇(JamesG．March)在«经验的疆界»一书中就将经验学习分为两

种模式,一种是“低智学习”,即复制成功的经验;另一种是“高智学习”,即观察历史经验、理解深层因果结

构、形成知识、加以记录、进行传播.参见〔美〕詹姆斯马奇:«经验的疆界»,丁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１８—１９页.



在一起的性状或能力”,①后来被用于国内外政策领域,成为一个专门的政策术

语,表示各个国家或地方、地区及全球层面在基础设施、经济政治和社会人文

领域实现充分交流和连接的过程和状态.本节主要从政策扩散分析的角度,

把互联互通作为一种跨国公共政策扩散的对象或“政策范本”,实证考察它是

如何产生的,并对它在当今亚洲地区合作进程中得到广泛传播的过程和机制

加以分析,以此尝试论证全球性地区治理的现实可行性.②

(一)互联互通在亚洲地区合作中的扩散过程

作为地区治理的政策概念,有学者认为,“互联互通”最早是由东盟于２０１０
年前后提出的,③但也有学者认为,亚洲开发银行是更早的倡议者.④ 确实,亚

行曾于２００８年开展研究并于２００９年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完善基础设施,打造

无缝亚洲»(InfrastructureforaSeamlessAsia),其中正式提出亚洲实现“互

联互通”的重要性,⑤并进行了充分论证.亚行专家们在此报告中认为,亚洲贸

易的竞争力取决于“具有高效、快速、可靠并完善的基础设施联通”,而本地区

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现状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

颈”.因此,有必要对那些与有利于促进亚洲地区合作的地区基础设施开发相

关的重要挑战和事项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个“泛亚洲的(panＧAsian)基础设施合

作框架”,其远景目标则是创建一个“无缝的亚洲”(aseamlessAsia),即一个由

世界级环境友好型基础设施联通一体的地区———既有“硬件”(物理的)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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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在线韦氏辞典,https://www．merriamＧwebster．com/dictionary/connectivity,２０２０Ｇ１０Ｇ２２.
目前,国内明确从政策扩散视角研究互联互通的文章不多,代表性研究可参见张志原、李论:«“一带

一路”倡议的扩散分析»,«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１３０—１６０页.该文采用配对事件史分析法,通
过分析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间６４个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数据,对该倡议的政策扩散机制进行系统

分析.不过,该研究把是否响应或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因变量,并没有深究该种响应的具体过程和程

度,也没有考虑到“加入”这一政策行为在各国的差异性,这显示了单纯量化研究的不足,需要更有针对性的

政策定性分析来加以补充.
李文韬等:«APEC互联互通问题研究»,«亚太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６０页.
王玉主:«区域一体化视野中的互联互通经济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５年３月(上),第

１７页.
这份亚行报告中提到“互联互通”时的相关措词主要是“connections”和“connectivity”,也用到“inＧ

terconnections”和“interconnectivity”及“connected”等,只不过在亚行自己翻译的中文版报告(译名为«完善

基础设施,共建美好亚洲»)中,大多是将它们翻译成“网络”或“连通”等,只有两处译作“互联互通”.该报告

英文版参见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infrastructureＧseamlessＧasia,２０２０Ｇ１０Ｇ２２;中文版参见 htＧ
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１７９８１７/adbiＧinfrastructureＧseamlessＧasiaＧzh．pdf,２０２０Ｇ
１０Ｇ２２.



“软件”(便利化)基础设施.① 毫无疑问,打造一个基础设施上无缝联通的亚洲

是一项宏伟的地区化政策建议.不过,从政策扩散过程的角度看,“泛亚洲互

联互通”这一建议的提出,只是互联互通这一“政策范本”的创意和“发明”,而

真正把“互联互通”作为一套新的政策计划,由国际行为体公开采纳和推行,则

始于东盟.

东盟是该新政策计划的“早期采用者”或“领先用户”.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４
日,东盟各国领导人在泰国华欣签署«东盟领导人关于东盟互联互通的声明».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东盟河内首脑会议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确定以

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构建和人文交流为主体的东盟互联互通建设蓝图,是“互

联互通”成为政策的先声.该政策文件对“东盟互联互通”的定义是:“东盟互

联互通指物理联通、机制联通和人文交流,包括对形成东盟共同体经济、政治

安全和社会文化三大支柱的基础性支持和便利化措施.”文件同时确认“东盟

互联互通”包括如下要素:(１)物理联通(交通运输、信息通信、能源);(２)机制

联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投资服务自由化和便利化、互认协议/安排、区域

运输协定、过境手续、能力建设项目);(３)人文交流(教育和文化、旅游).② 显

然,东盟采纳了亚行的倡议,但又有所创新,增加了“人文交流”的内容.按照

扩散过程的“S”形曲线理论,东盟“互联互通”计划出台后,才算完成了“互联互

通”政策从创意到被早期采纳的初始过程.也就是说,亚行专家们首先意识到

“问题和需求”(亚洲基础设施制约了地区发展),并开展“研究”,提出“新政策”

建议(加强和完善亚洲地区基础设施),东盟率先采纳这一建议,成为这一新政

策的“领先用户”,并对新政策进行修订、提供可供扩散的政策模型(物理、机制

和人文三方面“互联互通”框架).由此观察,这是一个典型的新政策产生过

程,它清晰地展示出“互联互通”这一新政策是如何被“发明”出来并走上扩散

起点的.

不过,对比亚行的研究结果,“东盟互联互通”并未完整地反映其创新观

念,因为亚行报告的建议针对的是整个亚洲或“泛亚洲”地区,而不只是“东南

亚”这样一个次地区.因此,只有在互联互通政策进入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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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ADBandADBI,InfrastructureforaSeamlessAsia,Tokyo:AsianDevelopmentBankInstitute,
２００９,pp．３Ｇ４．

参见杨祥章等:«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程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议程后,“东盟版”的“互联互通”的扩散才开始进入

“起飞阶段”,逐渐发展成“中国版”“亚洲版”和“亚太版”的互联互通,后来随着

更多国家的加入,特别是欧盟作为该政策“后期采用者”的加入,其扩散甚至超

越地区版图,成为跨地区的“亚欧版”“亚欧非版”和“欧亚版”,同时中国推动

“亚洲版”提质升级、先行者东盟也推出“升级版”的东盟互联互通规划,最后扩

散成为“G２０版”和“全球版”的互联互通,从而完成整个政策扩散过程.下表

列出这个政策扩散过程的一些关键时间节点事件,从中可以比较完整地观察

到这一扩散的生命周期(参见表２).

表２　互联互通政策范本的形成和扩散过程

时间节点 关键扩散事件 范本属性

２００９年
亚行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完善基础设施,打造无缝亚洲»,其中正

式提出亚洲实现“互联互通”的重要性
新创意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２８日

东盟河内首脑会议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确定以基础设

施建设、机制构建和人文交流为主体的东盟互联互通建设蓝图,
成为“互联互通”走上政策层面的先声

东盟版

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并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

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合作建议

中国版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日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提出共同建设“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并提出“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的合作

建议,同时正式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支持本地

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２５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正式成立,这是全

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

中国版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８日

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全面阐

述了互联互通战略构想,明确提出“以亚洲为重点实现全方位互

联互通”,并宣布中国将出资４００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２９日,丝路基金正式启动运作)

亚洲版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１１日

亚太经 合 组 织 北 京 年 会 通 过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互 联 互 通 蓝 图
(２０１５—２０２５)»,为亚太经合组织设定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三大

领域互联互通的愿景

亚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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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节点 关键扩散事件 范本属性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
倡议进行集中阐释,提出“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

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

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重点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

亚欧非版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和

２０１７年７月

２０１６年,“二十国集团”(G２０)领导人杭州峰会在公报中通过了中

国提出的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２０１７年,“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的主题为“构建一个相互连通的世界”
(Shapinganinterconnectedworld)

G２０版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６
日至２９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匈牙利出席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

人会晤.会晤期间,中国与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三国签

署合作文件,实现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东欧１６国的全面

对接

亚欧版

２０１８年９月

欧盟出台一份有关“欧亚互联互通”的联合政策文件«欧亚互联互

通:欧盟战略的重要要素»,声明将按照“欧洲方式”构建欧亚之间
“可持续、全面和基于规则的联通性”

欧亚版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表«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八语种),指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正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把这一倡

议升华为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

全球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及其发布的«“一
带一路”６周年大事记»(https://zhuanlan．zhihu．com/p/８５５５２５１７)等相关报道材料整理.

在这一“互联互通”政策扩散的生命周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东盟和中国

先后发挥了扩散主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作为亚洲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中的

主要行为体,在推动该政策扩散迈上“起飞阶段”、完成全球扩散发挥了关键作

用.同时,互联互通政策扩散过程还生动地说明,当今世界的跨国界治理问题

不再是一个二者择一的两难选择问题,各国大可不必再纠结于某一治理方案

到底是“全球的”还是“地区的”,因为它可以既是“全球的”又是“地区的”,可以

表现为通过地区治理而走向全球治理,成为全球治理与地区治理的共现与合

题———这也正是本文所倡导和强调的“全球性地区治理”新观念的最佳体现.

(二)互联互通在亚洲地区合作中的扩散机制

根据比较地区主义学者的研究,地区主义、地区制度设计和地区治理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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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主要遵循的是间接效仿机制,而不是直接影响机制.托马斯里塞在研究

世界各地的实际情况后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没有见过导致制度雷同化

的照搬模仿例子.竞争、经验学习、规范效仿,才是地区主义向外扩展的最重

要扩散机制”.① 从扩散机制角度来看,上述“互联互通”政策在亚洲地区合作

中的扩散,也主要采取的是竞争、经验学习和规范效仿等间接扩散机制,几乎

没有全盘照搬模仿的情形,不过明显存在着采取直接影响机制的情况,比如正

面激励、社会化和说服,但强迫合作的情形并不存在.

“互联互通”最初作为亚行的一项政策创意提出来时,所针对的就是亚洲

地区贸易竞争力面临的挑战即基础设施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东盟采纳

这一政策建议的初衷也可以理解为增强本地区在全球贸易领域的竞争力,这

其中就存在典型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过程中,意

识到“互联互通”的重要性,这其中有经验学习机制的作用,不过中国在提出

“五通”为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时,显然又已“拓展了此前东盟界定的‘互联

互通’的内涵”.② 如果以东盟为扩散主体来看,“中国版”的“互联互通”之中甚

至有被“社会化”的成分,也有效仿机制的作用.不过,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

机后,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日益发挥政策扩散主体的作用,主动对“东盟版”的

“互联互通”政策做出较大修订扩展和“再创新”,扩大了“互联互通”的内涵和

外延,提出了“五通”的政策新思路,并通过密集的主场外交活动,如主办２０１４
年亚太经合组织年会、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９年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等,以及积极推动国内国外政策联动、与大量国家签署相关合作文件,并不断

延展“一带一路”的地理范围,甚至推出“冰上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

向全球展示了大国担当、大国责任和大国抱负,这其中既有开展大国战略竞争

的考虑,也有反过来对周边和世界各国进行“正面激励”“规范社会化和说服”

的逻辑.欧盟近来出台«欧亚互联互通»联合政策文件,明显受到亚洲国家尤

其是中国密集开展跨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的影响,说明经验学习机制在对

它起作用.正如欧盟驻华使团官网在对该文件进行的解释中说,该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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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jaA．BörzelandThomasRisse,eds．,TheOxford HandbookofComparativeRegionalism,
p８８．

王玉主:«区域一体化视野中的互联互通经济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５年３月(上),第
２６页.



“建立在欧洲联盟自身加强其成员国与其他区域之间互联互通的经验之上”,①

当然,它没有言明的地方应该是,该文件的出台“有着与中国竞争欧亚联通主

导权的很大成分”.② 另外,由于欧盟的“互联互通”政策中明确强调“欧洲方

式”,主张“基于规则”的联通,这从欧盟主体的角度看就是“规范社会化和说

服”机制在起作用,并带着一定的法制“强迫”成分.

整体而言,由于东盟内部一向采取“不干涉内政”的地区合作原则,它所主

张的互联互通肯定没有“强迫”机制的作用,中国作为政策扩散主体,也一直强

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断重申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不搞排他性、针对性的中国‘小圈子’”“不排除

也不针对任何一方”“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

强加于人”等.③ 因此,互联互通的扩散过程中并不存在或极少存在武力“强

迫”或法制“强迫”的机制.

如今,“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亚洲地区合作当中的流行语,其影响已超出亚

洲地区的范围,成为全球关注的“政策范本”.据“中国一带一路网”初步统

计,④目前,全球各地类似“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地区互联互通计划,除前文提

及的“东盟互联互通”和“欧亚互联互通”计划外,还有像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

划”、日本的“亚洲基建投资计划”、欧盟的“容克计划”、韩国的“欧亚计划”、印

度的“季风计划”、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计划、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上支

点战略”、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计划”等十多个.如此之多互联互通计划的

涌现,生动展示了互联互通这一全球性地区治理政策的优势和影响.有学者

高度评价互联互通为“亚洲一体化的引擎”,⑤甚至是“全球组织的新范式”.⑥

也有学者把“互联互通”当作总结和提炼自亚洲地区合作经验之中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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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断来自房乐宪、殷佳章:«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内涵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含义»,«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６５页.
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ztindex．htm,２０２０Ｇ１０Ｇ２２.
同上.
田丰、任琳:«中印关系视角下东亚互联互通的推进与完善»,«人民论坛»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上),第２６—

２８页.
〔美〕帕格拉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中

文版“前言”,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６年版.



新概念和新理论,①据以提出并初步探讨了“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认

为互联互通可以使人们超越以往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流行的“排他、区

隔、对抗、制裁、干涉、结盟、一体化等”对立性的词语,从而“创造了治理和秩序

的新可能”,②这也从正面揭示了互联互通作为一种新型全球性地区治理方案

的基本属性和长足优势.

总之,互联互通在亚洲及亚洲之外广泛扩散的实践进一步证明,“全球主

义观照下的地区治理”即全球性地区治理,完全有可能成为统筹全球治理与国

家治理紧张关系的更佳途径.全球学虽然密切注意到统筹协调二者关系的重

要性,并提出了促进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即“互动互融、相互支撑、相

互促进、相互贯通”的重要性,③但对如何统筹和协调二者的互动,一直未能或

很少提出可落实的具体方案.亚洲地区对于互联互通地区合作道路的探索,

已经通过政策扩散机制而超越地区范围,影响波及了全世界,这正展现了其相

对于传统地区主义所主张的“一体化”道路的优势,同时,也展现了它统筹全球

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优势.互联互通可以很好地在全球治理与国家治

理之间架起桥梁,调动起双方面的积极因素,而又规避各自的不合理要求.有

学者甚至认为,互联互通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在维护当前主权制度的前提下改

进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可以通过协商原则弥合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间的分

歧、克服很多国家国内对立式制度体系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制约,可以创

造制约大国关系走向全面对抗、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治理模式的可能,可以培育

国家间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国际政治文化.④

当然,互联互通作为一种全球性地区治理政策,更可以应用于分析与全球

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相关的各个议题领域,比如安全、贸易、金融、发展、

社会性别、移民、环境和公共卫生等领域,为其提供加强治理的指导措施或者

可选择的中间方案.比如,在世界贸易领域,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从关贸总协

定到世界贸易组织)无疑发展了世界贸易,决定着世界贸易畅通的方向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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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互联互通:理解国际关系的新概念»,«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８日,第１版;吴泽

林:«亚洲区域合作的互联互通: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７０—９２页.
苏长和:«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与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２７页.
刘贞晔:«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载门洪华主编:«多层治理理论与实

践»,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５３页.
苏长和:«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与秩序»,第２５—３５页.



标,但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和９０年代末,世界上却发生过两次组建特惠贸易

协定(PTA)的浪潮,很多是以地区为中心组建的地区贸易协定(RTA),一度引

起人们关于它们是有益还是有害于多边开放的争论.最近十年间,各国建立

双边和诸边自由贸易区(bilateralandplurilateralFTAs)的趋势正在向建立联

通各个地区和次地区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区(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

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转移,这些

表明,美国、欧盟和其他各大经济体都不相信世界贸易组织能够在多边贸易谈

判上取得任何进展,于是就转向地区倡议.尽管近来受到美国贸易单边主义

的影响,这种发展趋势有所放缓,但是传统双边或诸边自由贸易区都越来越走

向相互开放和联通,原有的地区贸易协定也纷纷采取深层一体化措施,向国内

监管体制领域延伸.这些虽都属于贸易治理的范畴,但也体现着互联互通政

策扩散的影响,而且同时影响着全球、地区和国内多个层次,其中地区层次明

显起着承上启下的中间作用.① 又比如,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当前全球治理

机制进退失据,面对持续蔓延的全球新冠疫情有些国家几乎束手无策,此时除

了加快提升各个国家的国内治理能力,还应当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

差异而采取有地区特色的治理措施.２０２０年５月,博鳌亚洲论坛线上发布的

«疫情与变化的世界»专题研究报告,就提及“疫情促进了亚洲国家间的团结合

作”.② 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相关信息显示,在全球治理失策、国内治理乏力的

情况下,加强全球性地区治理更加切实可行.

结　　论

在全球化遭遇困局、全球治理面临“失灵”甚至“熔断”挑战的今天,把全球

性地区治理作为全球治理领域中的一个新课题,似乎有着格外的重要意义.

从上述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和启发.

第一,本文正式提出“全球性地区治理”或“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地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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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观念和新议题,主要是受到全球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兴起与构建的启

发,吸收了我国学术界两种主要的全球治理主张的精髓,既重视研究多元复合

的地区世界,又重视统筹协调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

第二,国际学术界融合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和传统区域研究而努力打

造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新领域,既重视制度主义—功能分析,也重视建构主

义—规范分析,更重视全球相互依赖决策环境下的政策扩散分析,它们共同使

得我们对世界上地区主义发展演变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不过,我国国际关

系学术界对前两种分析路径的重视明显超过第三种,所以,本文认为有必要重

点引入政策扩散的分析视角予以补足.

第三,传播学中的创新扩散过程理论(罗杰斯提出的“S”形曲线理论)及比

较地区主义研究中的扩散机制论(托马斯里塞提出的扩散机制划分法),给

我们认识地区主义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可供我们对全球性地

区治理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进行细致考察,尽管在实证分析中各种扩散机

制的表现明显各异.

第四,对互联互通政策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扩散过程和扩散机制进行

的实证分析显示,互联互通作为一种全球性地区治理政策,具备统筹协调全球

治理和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优势,是非常可靠可行的全球治理方案.

第五,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性地区治理分析,也可应用于研究与全

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相关的各个议题领域,只是需要开展更大规模的

实证研究.当然,如果真正贯彻比较方法到地区主义研究中,还需将传统的制

度—功能分析、规范分析和这里的政策扩散分析结合起来,并进行全球范围的

跨地区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南南地区之间的比较,这些也是全球比较地区主义

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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